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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

司法裁判的方法论反思

雷 　 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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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从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典型案例来看, 目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司法适

用存在显现度不够、 释法功能较弱、 价值宣示色彩过浓、 结合个案进行的 “融入式”
论证不足等问题, 有必要对核心价值观融入司法裁判的方法论进行系统反思。 核心价

值观入法入宪后, 已从纯粹的道德范畴或司法政策转变为当代中国法的效力渊源, 成

为法律体系和规范理论双重意义上的法律原则。 核心价值观可通过三种途径融入司法

裁判: 作为裁判理由发挥说理功能、 作为裁判依据发挥广义上的释法功能、 在特定情

况下作为价值冲突的解决基础。 广义上的释法功能可通过法律解释、 漏洞填补或法律

修正三种方式实现。 核心价值观融入司法裁判的前提在于, 结合个案事实对核心价值

观进行具体化论证。 核心价值观的具体化论证以实践多段论为形式, 且至少应当符合

饱和性规则、 连贯性规则和切合性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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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在司法裁判中融入和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是实现法治与德治相结合, 法律效果、 政

治效果与社会效果相统一, 回应民众对公正司法新要求和新期待的重要途径。 为此, 最高人民

法院先后印发 《关于在人民法院工作中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若干意见》 ( 法发

〔 2015〕 14 号) 、 《 关于在司法解释中全面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工作规划 ( 2018—
2023) 》 ( 2018 年 9 月 18 日) 等文件。 从 2021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的 《关于深入推进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 (法 〔 2021〕 21 号) , 还对如何将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 (简称核心价值观) 融入司法裁判作出了具体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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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此背景下, 对核心价值观融入司法裁判的方法论进行反思与建构, 显得尤为重要。 迄

今, 学界已围绕核心价值观的司法适用展开了有益讨论, 既有研究大体可分为三类: 一是围绕

核心价值观融入司法裁判的路径、 依据和功能等展开总体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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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对核心价值观融入司

法裁判进行实证研究并提出改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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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就某一专门主题 ( 如核心价值观的法源地位)
展开具体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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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些研究多少都涉及方法论层面的问题, 但在体系化和深入度上有所

不足, 反思性和针对性也还不够, 对于某些难点问题 ( 如具体化论证) 还未有专门论述。 本

文旨在从一般方法论层面推进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司法裁判的系统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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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围绕

核心价值观的规范定位、 融入司法裁判的途径 (适用方法) 、 具体化论证的形式与规则依次展

开讨论。 在此之前, 本文将先对核心价值观的司法适用现状进行总结分析, 以使后文的论述更

有针对性。

一、 核心价值观的司法适用现状及其问题

　 　 目前, 全国各级人民法院运用核心价值观进行释法说理的频率不断攀升。 从运用层级看,
以基层人民法院与中级人民法院为主; 从案件类型看, 以民事案件为主 ( 80%以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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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别是民法典生效之后, 直接引述民法典第 1 条的裁判文书数量大幅增长。 本文并不旨在对核心

价值观的司法适用现状作全面的实证描述, 而只是想通过归纳既有运用方式来发现实践问题,
故此处只选取最具典型性的样本, 即最高人民法院前后公布的四批弘扬核心价值观的典型案例

(共 39 个) 作为分析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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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典型案例并非原裁判文书, 而是最高人民法院相关业务部

门遴选和加工后的产物。 这恰可以反映出我国最高裁判机关在推行这些超越个案而具有普遍意

义的 “范例” 时, 所持有的自觉或不自觉的态度。 不同批次的典型案例在内容结构上并不完

全相同。 批次一的案例内容, 包括 “弘扬的价值” “ 基本案情” “ 法律指引” ; 批次二的案例

内容, 包括 “基本案情” “裁判结果” “典型意义” ; 批次三和批次四的案例内容, 均由 “ 核

心价值” “基本案情” “裁判结果” “典型意义” 四部分构成。 四个批次的典型案例体现核心

价值观的部分, 分别是 “弘扬的价值” (批次一) 、 “典型意义” (批次二) 、 “ 核心价值+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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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 (批次三和批次四) 。
　 　 在这些典型案例中, 核心价值观的运用方式共有四种: ( 1) 隐性运用。 这具体包括两种

情况: 其一是列明的隐性运用, 即在典型案例中列明了相关核心价值, 但有关核心价值的表述

并没有出现在说理部分 ( “裁判结果” ) ; 其二是未列明的隐性运用, 即典型案例并未明确提

及任何核心价值观, 而只是使用了 “家庭美德” “社会公德” “公序良俗” “环境公益” 等相

关价值表述。 在隐性运用的情形下, 最多只能意会案例事实与核心价值观之间的联系。
(2) 正面提及, 即在案例的说理部分提及了相关核心价值。 例如, 在批次三案例 7 中, 法院指

出 “某房地产公司作为销售方的合同目的已实现, 但其不积极履行己方合同义务, 在房地产市

场出现价格大幅上涨的情况下提起本案诉讼主张合同无效, 违背诚实信用原则” 。
 

〔 7 〕
 

( 3) 侧

面提及, 即说理部分虽未直接点明案件涉及的核心价值, 却可从相关表述中推知相关信息。 例

如, 在批次三案例 8 中, 法院指出 “马某等人就餐后未买单, 也未告知餐馆经营人员用餐费

用怎么处理即离开饭店, 属于吃 ‘ 霸王餐’ 的不诚信行为, 经营者李某要求马某等人付款的

行为并无不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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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显, 法院在此维护的同样是 “诚信” 这一核心价值观。 ( 4) 在提及

具体核心价值的同时, 也使用了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表述。 例如, 批次三的案例 1 和案

例 2 均涉及对英雄烈士名誉权的保护, 法院在裁判中同时指明, 英烈精神是弘扬 “ 爱国” 精神

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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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批典型案例中核心价值观的运用方式如下表所示。

典型案例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运用方式

运用方式 案 例

隐性运用

列明的隐性运用

　 批次一案例 4、 5、 6、 7、 8、 9;
　 批次二案例 1、 2、 3、 4、 5、 7、 10;
　 批次三案例 4、 5、 6;
　 批次四案例 1、 2、 3、 7、 8、 9

未列明的隐性运用

　 批次一案例 1、 2、 3、 10;
　 批次二案例 6、 8、 9;
　 批次三案例 9、 10

正面提及 　 批次三案例 7; 批次四案例 6

侧面提及 　 批次三案例 3、 8; 批次四案例 4、 5

同时提及 　 批次三案例 1、 2

　 　 通过分析总结可以发现, 目前核心价值观在司法裁判中的运用存在三方面问题。 其一, 核

心价值观在裁判文书中的显现度不够。 弘扬核心价值观之典型案例的 “ 典型性” 多为二次解

读的产物。 在典型案例的基本结构中, “ 基本案情” “ 裁判结果” 是原裁判文书的组成部分,
而 “弘扬的价值” (或 “核心价值” ) 和 “ 典型意义” 则是最高人民法院在公布案例时附加

的部分。 在 39 个案例中, 仅有 8 个案例在 “裁判结果” 部分明确提及相关核心价值。 这在一

定程度上说明, 原裁判文书并没有十分有意识地运用核心价值观进行司法论证。 这些案例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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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弘扬核心价值观的 “ 典型” 案例, 主要是最高人民法院解读的结果。 由上表可知, 隐性

运用是当前核心价值观司法运用的主要方式。 但是, 隐性运用无法有效建立起核心价值观与案

件事实本身的关联, 也难以充分满足 “ 立场正确、 内容合法、 程序正当, 符合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精神和要求” 的裁判文书释法说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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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二, 核心价值观的司法适用基本停留于说理层面, 核心价值观发挥的释法功能较弱。 在

上述典型案例中, 除了批次一的案例在 “ 法律指引” 部分单独列明了案件的裁判依据, 部分

案例在 “典型意义” 部分捎带提及了相关法条, 大多数案例只是基于案例事实对裁判结果进

行了宽泛的说理。 分析相关内容可以发现, 法院主要是将核心价值观当作辅助说理的依托, 而

没有将核心价值观的运用与法律条款的阐释结合起来。
　 　 其三, 即便在说理层面, 多数时候核心价值观也仅发挥着价值宣示作用。 尽管从批次一到

批次四, 越往后典型案例与核心价值观的关联性越明显, 但这种关联还没有深入到实质论证层

面, 司法说理与核心价值观的结合度仍然不高。 即便是由最高人民法院加工的 “ 典型意义”
部分, 也只是简单表明裁判 “ 弘扬了” 、 “ 体现了” 或 “ 倡导” 某个 / 某些核心价值观, 而没

有对被援引的核心价值观进行必要诠释, 也没有具体指明案件当事人的做法如何违反了核心价

值观。 这种现象可概括称为核心价值观的 “模糊性运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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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 “模糊性” 具体有两种

表现: 一是核心价值观在内容上的模糊性。 许多典型案例在 “ 典型意义” 部分的说理, 很大

程度上仍停留于运用核心价值观从宏观上评价当事人行为的是非对错, 没有更进一步结合具体

案件进行分析, 核心价值观的内容在个案中没有被充分地具体化, 没有转化为具有可操作性的

裁判标准。 此种裁判说理的 “ 贴合度” 和 “ 细腻度” 仍有欠缺, 也使核心价值观看起来仅仅

起到了对已定裁判结论的 “背书”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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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核心价值观在适用对象上的模糊性。 在核心

价值体系中, 富强、 民主、 文明、 和谐属于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 自由、 平等、 公正、 法治属于

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 爱国、 敬业、 诚信、 友善则是从公民个人层面提出的价值准则。 但是, 有

的典型案例同时列明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核心价值, 甚至存在跨层面运用核心价值观的现象。
　 　 总之, 目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司法适用存在核心价值观的显现度不够、 释法功能较

弱, 以及价值宣示色彩过浓等问题。 很多时候, 法院只是在做一种 “ 贴标签” 的工作, 结合

个案对核心价值观进行的 “ 融入式” 论证不足。 因此, 有必要在准确把握核心价值观规范定

位的基础上, 厘清核心价值观融入司法裁判的具体途径和方式方法。

二、 核心价值观的规范定位: 从道德范畴到法律原则

　 　 要准确把握核心价值观融入司法裁判的途径, 首先要对核心价值观进行准确的规范定位。
这需要讨论两个前后相继的问题: 第一, 核心价值观是否属于以及属于何种法的渊源; 第二,
核心价值观是否属于以及属于何种类型的法律规范。
　 　 (一) 核心价值观法源地位的变迁

　 　 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法源地位的认定, 离不开对它的形成和发展史的考察。 核心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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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最高人民法院 《 关于加强和规范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 ( 法发 〔 2018〕 10 号) 第 3 条。
参见张启江、 祝子斌: 《 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政府建设的三大机制构建———以行政争议裁判中存在的困境为视

角》 , 《 时代法学》 2018 年第 3 期, 第 7 页。
参见前引 〔 1〕 , 于洋文, 第 64 页。



本身具有高度的道德性和政治性, 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高度凝练和集中表达。 2006
年 10 月,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了 “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的重大命题和战略

任务, 也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容。 2011 年 10 月,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首次

提炼和概括出 “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表述。 2012 年 11 月,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

“三个倡导” , 即 “倡导富强、 民主、 文明、 和谐, 倡导自由、 平等、 公正、 法治, 倡导爱国、
敬业、 诚信、 友善, 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 “三个倡导” 分别涉及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的建设目标、 对美好社会的生动表述和公民基本道德规范, 是从国家、 社会和个人

三个层面对社会主流道德的整体展现, 也是 “ 以德治国” 的重要载体。 总体来看, 这一阶段

的核心价值观还停留于道德范畴的层面。
　 　 随着顶层设计的推动, 核心价值观的属性开始发生改变。 2013 年 12 月, 中共中央办公厅

发布 《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 , 指出法律法规是推广社会主流价值观的

重要保证, 要 “注重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关要求上升为具体法律规定, 充分发挥法律的

规范、 引导、 保障、 促进作用” 。 2016 年 12 月,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发布 《 关于

进一步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的指导意见》 , 要求 “ 遵循法律精神和原则, 实行

适应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的司法政策, 增强适用法律法规的及时性、 针对性、 有效性, 为

惩治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严重失德败德行为, 提供具体、 明确的司法政策支持” 。 可

见, 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的主要方式包括两种: 一种是融入立法, 即将核心价值观转化为

“具体法律规定” , 融入了立法的核心价值观, 也就成为了法律的一部分; 另一种是融入司法,
即将作为一个整体范畴的核心价值观视为司法政策。
　 　 司法政策在我国法源体系中的定位, 需要结合法的渊源的概念及其分类加以分析。 法的渊

源指的是法律适用过程中裁判依据的来源, 它解决的是 “ 依法裁判” 的问题。 法的渊源可分

为效力渊源与认知渊源两种类型: 前者提供了独立而完整的裁判依据, 是裁判依据之效力来源

和内容来源的合一; 后者只提供了裁判依据的内容来源, 需要获得效力渊源的认可并与效力渊

源相结合才能发挥作用。
 

〔13〕
 

区分法的渊源 (裁判依据) 与裁判理由的关键, 在于是否具备独

立的效力来源或能否得到效力渊源的认可。 我国民法通则第 6 条规定: “民事活动必须遵守法

律, 法律没有规定的, 应当遵守国家政策。” 在当时, 国家政策就扮演着法的认知渊源的角

色。 核心价值观是要被贯彻到整个法治建设领域的国家政策, 司法政策是这种国家政策在司法

领域的体现。 但是, 民法典施行后, 民法通则被正式废止。 民法典第 10 条作为法源条款, 只

承认了法律和习惯作为裁判依据的地位, 民法典的其他条款中亦无关于政策的一般规定。 可

见, 在民法领域, 政策已不再是普遍意义上的法的认知渊源。 除非民事单行法针对具体情形个

别地认可特定政策的法源地位, 否则, 政策在民事裁判中就只能作为裁判理由适用, 起到增强

裁判说服力的作用。
 

〔14〕
 

由于政策不再能作为法无明文规定时的替补性渊源, 而只能作为适用

法律规定的辅助性理由, 在个案裁判中起到 “背书” 的作用,
 

〔15〕
 

至少可以认为, 民法通则被

废止后, 核心价值观已不再是法源意义上的司法政策。
　 　 不过, 以上是仅仅着眼于民法领域作出的判断。 如果将目光投放到整个中国法律体系, 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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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14〕
〔15〕

参见雷磊: 《 重构 “ 法的渊源” 范畴》 , 《 中国社会科学》 2021 年第 6 期, 第 156 页。
参见雷磊: 《 法的渊源: 一种新的分类法及其在中国语境中的运用》 , 《 河北法学》 2021 年第 11 期, 第 17 页。
参见孟融: 《 中国法院如何通过司法裁判执行公共政策———以法院贯彻 “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案例为分析对

象》 , 《 法学评论》 2018 年第 3 期, 第 192 页以下。



会发现, 2018 年 3 月全国人大在修改宪法时, 已在宪法第 24 条第 2 款中写入 “ 国家倡导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表述。 在此之后修订的公务员法、 档案法、 未成年人保护法、 国旗法、
国徽法、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法律, 也直接将 “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表述纳入其中。
民法典在取消 “ 国家政策” 法源地位的同时, 也在第 1 条中将 “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列为立法目的之一。 这就意味着, 核心价值观虽然无法通过政策条款间接融入司法裁判, 但已

然获得了直接进入司法裁判的通道。 在 “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入宪入法之后, 在司法裁判

领域, 核心价值观不再仅是司法政策意义上的法的认知渊源, 也不再是仅能充当裁判理由的纯

粹道德观念, 而是成为了法的效力渊源, 可以像其他法律条款一样作为司法裁判依据使用。
　 　 (二) 核心价值观规范地位的确定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已被明确写入宪法和诸多法律之中。 写入了 “ 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 的法条所表达的内容是不是法律规范? 如果是, 此种法律规范属于何种类型的法律规

范? 回答这些问题, 需从分析法条与法律规范的关系入手。
　 　 法条是一种语言形式, 是制定法中基于立法技术之需要所发展出来的建构单元, 它 “ 以

条次的编号带头分辨其起始, 并以下一条之起始标识本条之终了” 。
 

〔16〕
 

法律规范是法条的意

义, 是特定的客观意义上的思想。
 

〔17〕
 

法律规范与法条之间是内容与形式的关系, 但两者之间

又存在不对称性: 法条既可以直接表达法律规范, 也可以不直接表达法律规范, 因而法条有

“规范性条文” 和 “非规范性条文” 之分。 后者主要包括定义性条文、 附属性条文、 宣告性条

文等。
 

〔18〕
 

法律规范或规范性条文的基本功能在于指引行为, 而非规范性条文并不具备这一功

能。 例如, 宣告性条文就旨在起到某种宣示和通告的效果。 我国宪法第 1 条第 1 款规定: “ 中

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 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这一

条款并非旨在指引公民或国家机关的行为, 而仅是宣告了我国的国体。 当然, 宣告性条文不仅

仅是对某个既定事实的描述, 它通常也反映或蕴含着特定的价值目标或理念。
　 　 宪法第 24 条第 2 款和民法典第 1 条无疑都是法条, 核心价值观就是这些法条所表述的内

容。 如果认为它们属于规范性条文, 那么核心价值观就可被视为法律规范; 如果认为它们属

于非规范性条文中的宣告性条文, 那么核心价值观就仅仅是一种宣告性主张。 应当看到, 宪

法和民法典所规定的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 都带有强烈的目标性与价值指向。 就此而

言, 它们十分接近于宣告性条文。 但是, 宪法第 24 条第 2 款作为国家目标条款, 是 “ 具有法

律效力的宪法实质规范, 其本质是通过宪法表现出整体法社会的价值决定” 。
 

〔19〕
 

宪法作为根

本法的地位, 决定了其所构造的价值秩序必须被贯彻到整个法律体系的各个部分之中, 民法部

分自然也不例外。 民法典第 1 条是公法规范与民法典衔接的基础性规范。
 

〔20〕
 

从表面上看, 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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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黄茂荣: 《 法学方法与现代民法》 , 法律出版社 2007 年版, 第 133 页。
Vgl. Ota

 

Weinberger,
 

Normentheorie
 

als
 

Grundlage
 

der
 

Jurisprudenz
 

und
 

Ethik,
 

Berlin:
 

Duncker
 

&
 

Humblot,
 

1981,
 

S. 67.
 

严格说来, 此种解释从规范的 “ 语义学观念” 出发, 而非从规范的 “ 语用学观念” 出发 ( 两种观念的区分参见

Pablo
 

Navarro
 

and
 

Jorge
 

Rodríguez,
 

Deontic
 

Logic
 

and
 

Legal
 

System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p. 67) 。
参见舒国滢、 王夏昊、 雷磊: 《 法学方法论前沿问题研究》 ,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20 年版, 第 116 页以下。
张慰: 《 “ 文化国” 的秩序理念和体系———以国家目标条款带动的整合视角》 , 载张仁善主编: 《 南京大学法律评

论》 2015 年春季卷, 法律出版社 2015 年版, 第 33 页。
类似判断参见冉克平、 谭佐财: 《 〈 民法典〉 立法目的条款之裁判检讨与功能定位》 , 《 东岳论丛》 2022 年第 4
期, 第 167 页。



条是立法目的条款, 但其中关于 “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表述, 绝非仅仅具有宣告性

功能,
 

〔21〕
 

其也可被视作宪法层面的国家目标条款接入民法领域的重要切口。 这是因为, 民法

典第 1 条贯彻了适应公私融合治理形态所需的 “大民法典” 理念,
 

〔22〕
 

在这一理念下, 民法不

仅 “保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 调整民事关系” , 也要 “维护社会和经济秩序, 适应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发展要求” 。 以民事主体的权利义务为内容的民事法律关系, 是社会秩序的重要组成

部分, 关涉国家与社会的健康、 有序发展。
 

〔23〕
 

在此基础上, 核心价值观跨越国家、 社会、 个

人三个层面, 恰好成为衔接公私两类法益和秩序的联结点。 因此, 尽管民法典第 1 条并没有规

定具体的行为要求, 但仍然旨在 “规范” 民事主体的行为。 写入了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

宪法或法律条文, 并非仅是宣示社会主流道德的宣告性条文, 而是旨在指引行为的法律规范。
　 　 法律规范可以分为法律规则和法律原则。 目前, 国内主流学说认为, 核心价值观属于法律

原则, 而非法律规则,
 

〔24〕
 

笔者亦持此论。 只是, 既有研究并没有完全澄清核心价值观作为法

律原则的双重意义。 在法学中, 法律原则至少有两种理解方式。
 

〔25〕
 

其一, 将法律原则理解为

“法律体系的法律原则” 。 在此意义上, 原则是在法律体系中具有根本性地位的规范。 相比于

法律规则 (具体法律规定) , 法律原则对于整个法律体系而言更具有基本性和重要性, 它构成

了法律秩序内在统一性与评价一贯性的基础。
 

〔26〕
 

其二, 将法律原则理解为 “ 规范理论的法律

原则” 。 据此, 法律规则与法律原则是两类不同性质的法律规范。 前者属于确定性命令和行为

规范, 后者属于最佳化命令和目标规范。
 

〔27〕
 

作为目标规范, 法律原则虽然也能指引行为, 但

它只是将某种状态设定为要追求的目标, 并没有就达致这种状态的手段 ( 行为) 作出规定,
因而在适用时需要结合个案事实进行具体化, 也即转化为行为规范。

 

〔28〕

　 　 按上述两种理解方式来判断, 核心价值观既是体系理论的法律原则, 也是规范理论的法律

原则。 首先, 核心价值观具有体系地位上的根本重要性。 它通常被规定在法律文本的总则部

分, 有时还被规定在第 1 条中 (如民法典) 。 这意味着, 核心价值观在各法律领域都属于基础

法律原则, 或者说是一般法律规则。
 

〔29〕
 

核心价值观被规定在宪法总纲部分, 则意味着它已成

为我国法律体系的基础性原则之一, 成为中国法律秩序内在价值统一性的基点。 它需要被具体

化在法律体系的各个组成部分之中, 体现在每一次司法适用之中。 至少在民事裁判领域, 就像

最高人民法院所指出的, “每一个司法案件的审理、 裁判, 法官都离不开运用核心价值观的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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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本文不拟对整个立法目的条款的性质作出判断。 但是, 在整体上主张立法目的条款为宣导规范 ( 参见吴香香编:
《 民法典请求权基础检索手册》 ,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21 年版, 第 7 页) , 或主张立法目的条款既非规则亦非原则

( 参见刘颖: 《 民法典中立法目的条款的表达与设计———兼评 〈 民法总则〉 ( 送审稿) 第 1 条》 , 《 东方法学》
2017 年第 1 期, 第 99 页) , 都至少是以偏概全的。
参见苏永钦: 《 大民法典的理念与蓝图》 , 《 中外法学》 2021 年第 1 期, 第 57 页。
参见杨代雄主编: 《 袖珍民法典评注》 ,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2022 年版, 第 1 页。
参见前引 〔 3〕 , 孙光宁文, 第 206 页; 前引 〔 2〕 , 彭中礼等文, 第 12 页。
Vgl. Hans

 

Joachim
 

Koch,
 

Rechtsprinzipien
 

in
 

Bauplanungsrecht,
 

in:
 

Bernd
 

Schlichter
 

u. a. (
 

Hrsg. ) ,
 

Regeln,
 

Prinzipien
 

und
 

Elemente
 

im
 

System
 

des
 

Rechts,
 

Wien:
 

Verlag
 

Österreich,
 

2000,
 

S. 245.
Vgl. Claus-Wilhelm

 

Canaris,
 

Systemdenken
 

und
 

Systembegriff
 

in
 

der
 

Jurisprudenz,
 

2. Aufl.,
 

Berlin:
 

Duncker
 

&
 

Humblot,
 

1983,
 

S. 46
 

ff.
Vgl. Robert

 

Alexy,
 

Theorie
 

der
 

Grundrechte,
 

Frankfurt
 

a. M. :
 

Suhrkamp
 

Verlag,
 

1985,
 

S. 75- 77.
“ 原则” 也被阿列克西称为 “ 理想应然” , 相应地, “ 规则” 被他称为 “ 现实应然” 。 Vgl. Robert

 

Alexy,
 

Zum
 

Be-
griff

 

der
 

Rechtsprinzip,
 

in:
 

ders.,
 

Recht,
 

Vernunft,
 

Diskurs,
 

Frankfurt
 

a. M. :
 

Suhrkamp
 

Verlag,
 

1995,
 

S. 204.
这里还涉及一个问题: 规定在民法典第 1 条中的作为一般法律原则的核心价值观, 与规定在民法典第 3 条至第 9
条中的法律原则, 在司法裁判中的适用关系如何确定。 对此需另撰文讨论。



神适用法律、 解释法律、 定分止争” 。
 

〔30〕
 

其次, 核心价值观在性质上属于一种最佳化命令,
或者说是目标规范。 在案件事实所允许的范围内, 在与其他法律原则相平衡的前提下, 核心价

值观应尽可能地被贯彻适用。 并且, 在适用核心价值观时, 还需将其转化为具有直接指引功能

的行为规范 (法律规则) 。
 

〔31〕
 

唯有如此, 作为法律原则的核心价值观, 才能真正承担起裁判

依据的角色, 发挥法的效力渊源的功能。

三、 核心价值观融入司法裁判的三种途径

　 　 核心价值观已成为当代中国法的 ( 效力) 渊源, 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只能作为裁判依据发

挥作用。 在司法裁判中, 即便有明确的法律规则作为裁判依据, 核心价值观依然可能扮演裁判

理由 (说理依据) 的角色。 核心价值观既可以被当作非法源来适用, 也可被作为法源来适用。
在前一情形中, 核心价值观发挥的是说理功能, 在后一情形中, 核心价值观发挥的是广义上的

释法功能。 特定情况下, 核心价值观还可以对裁判活动中价值冲突的解决发挥影响。 总体而

言, 核心价值观融入司法裁判的途径共有三种: 作为裁判理由、 作为裁判依据和作为价值冲突

的解决基础。
 

〔32〕

　 　 (一) 作为裁判理由

　 　 绝大多数案件都有可适用的法律规则, 法官也有法定义务援引这些法律规则作为裁判依

据。 法官在援引法律规则的同时, 也完全可以运用核心价值观进行裁判说理。 此时, 核心价值

观扮演的就是裁判理由的角色。 裁判理由是法官为了提高裁判结论的正当性和可接受性而在说

理中运用的其他规范性材料。
 

〔33〕
 

裁判依据证明的是裁判的有效性 ( 合法性、 法律效果) , 裁

判理由证明的是裁判的 “说服力” ( 合理性、 社会效果) 。 裁判依据属于裁判活动中的权威理

由, 以其 “来源” 发挥作用; 裁判理由属于裁判活动中的实质理由, 以其 “ 内容” 发挥作用。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加强和规范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 (法发 〔 2018〕 10 号) 第 13
条规定, 除依据法律法规、 司法解释的规定外, 法官可以运用七类论据论证裁判理由, 以提高

裁判结论的正当性和可接受性。 该意见虽然没有明确将核心价值观列入其中, 但这七类论据中的

“与法律、 司法解释等规范性法律文件不相冲突的其他论据” , 在内容上具有开放性。 并且, 核

心价值观作为社会主义主流道德, 无疑是具有说服力的, 也无疑可以被法院运用于案件说理。
　 　 实际上, “说理” 正是目前核心价值观在司法领域的主要运用方式。 但是, 正如前文所指

出的, 当下法官在运用核心价值观进行说理时, 还存在简单套用、 说理粗略、 说理格式化等问

题, 没有真正地将核心价值观融入到具体的说理过程中去,
 

〔34〕
 

结合核心价值观的司法说理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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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贯彻实施工作领导小组主编: 《 〈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总则编〉 理解与适用》 下册,
人民法院出版社 2020 年版, 第 25 页。
相比于将法律原则理解为体系理论的法律原则, 将法律原则理解为规范理论的法律原则更具有方法论意义。 本文

主要立足于第二种理解, 论述核心价值观融入司法裁判的途径和具体化论证的要求。
不同的核心价值观融入司法裁判的途径有所不同, 如 “ 诚信” “ 自由” 可以通过三种途径融入司法, 而 “ 富强”
“ 民主” 在大多数情况下只能扮演裁判理由的角色。 限于篇幅, 本文不作详细展开。
关于裁判依据与裁判理由的区分, 参见刘树德: 《 “ 裁判依据” 与 “ 裁判理由” 的法理之辨及其实践样态———以

裁判效力为中心的考察》 , 《 法治现代化研究》 2020 年第 3 期, 第 125 页。
参见刘峥: 《 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理论基础和完善路径》 , 《 中国应用法学》 2022 年

第 2 期, 第 66 页。



停留在价值宣示的层面。 要改变这种现状, 充分发挥核心价值观的说理功能, 必须将核心价值

观与个案事实更为紧密地结合起来, 对核心价值观进行具体化。 具体化的目标在于提高说理的

针对性和可行性, 具体化的方式因个案而异, 说理的效果也会因个案而异, 但无论如何, 具体

化论证都要遵循共同的形式和规则。
　 　 (二) 作为裁判依据

　 　 核心价值观作为法的效力渊源的地位, 决定了它在司法裁判中不仅可以发挥裁判理由的作

用, 更应扮演裁判依据的角色。 这也就意味着, 核心价值观应当发挥广义上的释法功能。 从最

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典型案例来看, 目前核心价值观在大多数案件的裁判过程中发挥的仍是说理

功能, 核心价值观发挥广义释法功能的案件相对少得多。 但是, 后者所具有的方法论意义实则

不容小觑。 具体而言, 核心价值观的广义释法功能体现在法律解释、 漏洞填补、 法律修正三

方面。
　 　 1. 法律解释

　 　 核心价值观首先可以发挥法律解释功能, 即狭义上的释法功能。 《关于深入推进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 第 5 条规定, 法官应当结合案情, 先行释明

规范性法律文件的相关规定, 再结合法律原意, 运用核心价值观进一步明晰法律内涵、 阐明立

法目的、 论述裁判理由。 在前述典型案例中, 仅有两个案例涉及法律解释。 在 “ ‘ 暗刷流量’
合同无效案” (批次三案例 6) 中, 法院结合运用 “诚信” 价值认定 “暗刷流量” 的交易行为

无效, 从而为民法典第 153 条第 2 款所规定的 “ 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 提供了

一种可能的类型化解释。 在 “遭遇就业地域歧视可请求赔偿精神抚慰金———闫某某诉某公司平

等就业权纠纷案” (批次四案例 4) 中, 法院运用 “ 平等” ( 平等就业权) 价值来解释就业促

进法 ( 2015) 第 26 条规定的 “ 就业歧视” ,
 

〔35〕
 

认为就业地域歧视也是就业歧视的一种。 在

方法论上, 将核心价值观作为法律解释依据时, 需要明确两个问题: 一是核心价值观通过何种

解释方法进入司法裁判, 二是核心价值观通过法律解释承担何种角色。
　 　 上述 “指导意见” 第 9 条规定了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的四种解释方法, 即文义解释、
体系解释、 目的解释和历史解释。 但是, 这一界定过于宽泛。 首先, 文义解释是通过法律语词

在日常或专业上的语言意义或语言使用规则来获得解释的方法。 根据核心价值观对法律规则所

作的解释, 涉及对规则背后的价值观念或精神的理解, 这显然不同于对该规则包含之语词的语

言意义进行的文义解释。 其次, 该 “指导意见” 所说的 “目的解释” 和 “ 历史解释” ,
 

〔36〕
 

接

近于法学方法论通常所说的 “主观目的解释” 与 “客观目的解释” 。 主观目的解释关心的是历

史上的立法者在制定法律之时以什么样的法律政策目的为基础, 客观目的解释则基于当下的评

价视角和当前的法律状况, 适当地赋予法律规范以目的。
 

〔37〕
 

主观目的解释会运用到与解释对

象 (法律规则) 相关的立法材料, 如对法律提案的说明、 对法律草案的说明、 讨论通过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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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36〕

〔37〕

就业促进法 ( 2015) 第 26 条规定: “ 用人单位招用人员、 职业中介机构从事职业中介活动, 应当向劳动者提供

平等的就业机会和公平的就业条件, 不得实施就业歧视。”
该 “指导意见” 第 9 条第 3 项规定, “运用目的解释的方法, 以社会发展方向及立法目的为出发点, 发挥目的解释的

价值作用, 使释法说理与立法目的、 法律精神保持一致” ; 第 4 项规定, “ 运用历史解释的方法, 结合现阶段社会

发展水平, 合理判断、 有效平衡司法裁判的政治效果、 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推动社会稳定、 可持续发展” 。
参见 [ 奥] 恩斯特·A. 克莱默: 《 法律方法论》 , 周万里译, 法律出版社 2019 年版, 第 120 页。 在学理上, 历

史解释通常是指, 根据法律条款的历史沿革或者追溯其历史源头来获得对法律条款的理解, 该 “ 指导意见” 的

规定明显与之不符。



草案的记录和其他历史性文献等。 客观目的解释通常涉及具体条款所欲实现的客观价值或社会

功能, 包括对裁判各种后果 ( 效果) 的考量。
 

〔38〕
 

所以, 两者都不必然与核心价值观发生关

联, 除非上述立法材料或对社会功能的考量本身包含核心价值观的内容。
 

〔39〕

　 　 运用核心价值观对法律规则进行解释时, 真正可资运用的是体系解释方法。 体系解释是

指, 将被解释的法律条文放在整部法律乃至整个法律体系之中, 通过考察此法条与其他法条的

关系来解释该法条。 这种解释方法背后的理念是: 在法律体系中, 规范不是被杂乱无章地堆砌

在一起的。 在理想情况下, 法律体系被视作一个整体, 即一个价值判断尽可能一致的体系和意

义构造。 就像施塔姆勒所说的, 适用单个法条, 最终是适用整个法秩序。
 

〔40〕
 

基于此, 要避免

采取可能与其他法律规定发生矛盾的法律解释方案, 也要尽量采取与其他法律规定在价值上相

容乃至相互支持的解释。 前者是体系解释的连贯性要求, 后者是体系解释的融贯性要求。
 

〔41〕
 

运用核心价值观条款来解释法律规则, 实现的是融贯性要求。 以民法为例, 民法典第 1 条属于

总则部分的规定, 代表着民法秩序的体系性要求, 需被贯彻适用到民法典各个分则部分, 作为

分则中各具体法律规则的解释依据。 体系的融贯性, 更多要求的是各具体法律规则在价值上与

核心价值观相互支持, 而不仅是在逻辑上无矛盾。 由于民法典第 1 条具有公私法融合的特性,
又由于它与宪法第 24 条第 2 款是 “串联关系” , 运用核心价值观解释民法中的具体法律规则,
可被视为体系解释的一个特定版本, 即合宪性解释。 这是因为, 弘扬核心价值观代表着整个法

秩序的普遍要求, 而非民法领域的特殊要求。
　 　 核心价值观在体系解释 (合宪性解释) 中承担何种角色? 有论者认为, 即便要进行合宪性

解释, 宪法规范, 包括核心价值观条款在内, 承担的也只是裁判理由而非裁判依据的角色。
 

〔42〕
 

《人民法院民事裁判文书制作规范》 ( 2016) 第三 (七) 部分第 4 点规定, 裁判文书不得引用

宪法作为裁判依据, “但其体现的原则和精神可以在说理部分予以阐述” , 似乎也在某种程度

上证实了上述观点。 首先必须承认, 在引入了合宪性解释的案件中, 直接的裁判依据依然是普

通法律规范。 合宪性解释的基本功能, 在于澄清作为直接裁判依据之普通法律规范的含义。 宪

法规范并不 “直接出场” 担当案件的裁判依据, 而仅是作为裁判依据背后的 “ 高阶规范” , 要

求作为裁判依据的普通法律规范在精神价值上合乎宪法。 但是, 也应看到, 合宪性解释虽然常

被列为法律解释的方法之一, 却并非如文义解释、 历史解释、 目的解释一般, 属于纯粹的

学理主张, 而是源于法秩序本身的统一性要求。 合宪性解释的基本原则, 植根于法秩序的整

体性原则, 即为了维护法秩序的整体性, 所有根据宪法制定出来的法律, 都必须获得与宪法协

调一致的解释。
 

〔43〕
 

正因如此, 在效力位阶上低于宪法规范的普通法律规范, 不仅不能与宪法

规范的文义发生冲突, 其解释方案还必须在价值上取向于宪法的精神。 对于审理案件的法官来

说, 维护法秩序统一性是其法定义务。 如果存在两种法律解释, 而法官没有选择更符合宪法价

值的那种解释, 就会违背上述义务。 因此, 合宪性解释反映的是一种尊重宪法位阶的法伦理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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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果论证与客观目的解释的关系, 参见雷磊: 《 反思司法裁判中的后果考量》 , 《 法学家》 2019 年第 4 期, 第 26
页以下。
但是, 在这种情况下, 核心价值观不是作为裁判依据 ( 解释依据) 起作用, 而仅仅是作为裁判理由起作用。
Vgl. Rudolf

 

Stammler,
 

Theorie
 

der
 

Rechtswissenschaft,
 

2. Aufl.,
 

Halle:
 

Buchhandlung
 

des
 

Waisenhauses,
 

1923,
 

S. 15.
参见雷磊: 《 法理学》 ,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21 年版, 第 177 页。
宪法规范的这一定位, 参见汪洋: 《 私法多元法源的观念、 历史与中国实践——— 〈 民法总则〉 第 10 条的理论构

造及司法适用》 , 《 中外法学》 2018 年第 1 期, 第 139 页。
参见 [ 德] 康拉德·黑塞: 《 联邦德国宪法纲要》 , 李辉译, 商务印书馆 2007 年版, 第 56 页。



则。
 

〔44〕
 

就其功能而言, 合宪性解释其实是另一种形式的合宪性审查: 它既能为 “ 司法造法”
提供宪法上的正当依据, 也能对 “ 司法造法” 予以宪法上的控制, 有助于实现司法裁判的规

范化。
 

〔45〕
 

在合宪性解释的层面, 核心价值观虽非直接的裁判依据, 却是对普通法律规范进行

解释的依据, 因而属于间接的裁判依据, 而非单纯的裁判理由。
　 　 2. 漏洞填补

　 　 在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典型案例中, 尚无运用核心价值观填补具体法律规则之漏洞的范

例, 但在其他裁判文书中可以找到相关例证。 例如, 在 “ 夏燕玲与连云港市公安局交通警察

支队等复议决定上诉案” 中, 法律并没有对 “交通肇事后找人顶替行为的性质” 作明确规定,
但法院将该行为等同于 “逃逸” , 并指出: “在相关规定不明确的情况下, 作出的判断首先应

当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虽然现行法律未对交通肇事后找人顶替行为的性质予以明确界

定, 但该行为显然违反了诚信这一基本道德要求, 不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46〕

　 　 对于法律漏洞, 通说认为, 法官在大多数情况下可以借助类推或者依据制定法所包含的原

则进行填补,
 

〔47〕
 

少数情况下可以运用习惯进行填补。 与此同时, 《 关于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 第 6 条规定, 民商事案件既无规范性法律文件

作为裁判直接依据, 又无最相类似的法律规定作为裁判依据的, 法官应当根据立法精神、 立法

目的和法律原则等作出司法裁判, 并在裁判文书中充分运用核心价值观阐述裁判依据和裁判理

由。 这似乎意味着, 除了类推适用法律规则和运用习惯外, 运用核心价值观或可成为法律漏洞

的第三种填补方式。 要检验这一推论, 需要进一步探讨两方面问题: 一是类推适用法律规则与

运用核心价值观之间的关系, 二是运用习惯和运用核心价值观之间的关系。
　 　 法律规则的类推适用与核心价值观的运用之间具有双重关系: 外部关系和内部关系。 外部

关系, 即适用顺序关系。 当缺乏直接的裁判依据时, 寻找 “ 最相类似的法律规定” 与运用核

心价值观, 都属于超出规则词义框架的狭义上的法的续造。 只不过, 前者属于 “ 基于法律规

则的法的续造” , 后者属于 “基于法律原则的法的续造” ; 前者是将某种案件类型补充进特定

规则的构成要件, 以使该规则可以适用于没有被它初始词义所包括的事实, 后者则是依据原则

新创一个规则。
 

〔48〕
 

类推适用法律规则应在方法论上优先于运用核心价值观, 主要理由有两

点: 首先, 核心价值观属于法律原则, 依据 “穷尽法律规则, 方得适用法律原则” 的准则,
 

〔49〕
 

通常只有当穷尽法律规则的一切适用可能 (包括扩张适用) , 仍然无法填补法律漏洞时, 才考

虑适用核心价值观。 即便类推并非直接适用, 但相比于原则, 经类推发现的法律规则显然更为

具体和明确。 其次, 相比于基于原则创设规则, 对规则的扩张适用, 对于法官的裁量权约束更

大。 由于约束法官的裁量权也是司法裁判的一个重要目标, 类推适用法律规则自然就应优先于

运用核心价值观创设规则。
　 　 法律规则的类推适用与核心价值观的运用还具有内部关系, 即指引标准关系。 “ 相类似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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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 德] 卡尔·拉伦茨: 《 法学方法论》 , 黄家镇译, 商务印书馆 2020 年版, 第 427 页。
参见杜强强: 《 合宪性解释在我国法院的实践》 , 《 法学研究》 2016 年第 6 期, 第 107 页。
江苏省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 ( 2017) 苏 07 行终 134 号行政判决书。
参见前引 〔 44〕 , 拉伦茨书, 第 478 页。
参见 [ 德] 罗伯特·阿列克西: 《 法律解释》 , 载阿列克西: 《 法、 理性、 商谈: 法哲学研究》 , 朱光、 雷磊译,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1 年版, 第 84 页。
参见舒国滢: 《 法律原则适用中的难题何在》 , 《 苏州大学学报 (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4 年第 6 期, 第 19 页。



案件, 应为相同之处理” 的法理是类推适用的基本原理。 法理是法律的原理, 是由法律的根

本精神演绎而得的法律一般原则。 所谓法律的根本精神, 是欲确保社会制度的健全发达而要求

法律应当具备的精神。 因法律有根本精神, 法秩序必然有其统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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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核心价值观就是一

种能够确保法秩序之统一性的 “法律的根本精神” 或 “法律的一般原则” 。 根据前述 “指导意

见” 第 6 条, 填补法律漏洞, 除了可以适用习惯, 还应当以核心价值观为指引, 以最相类似

的法律规定作为裁判依据。 这意味着, 核心价值观除了可以担当漏洞填补的依据外, 还可以作

为判断 “最相类似的法律规定” 的指引标准融入类推适用的过程之中。 不过, 需要注意的是,
在这种适用指引关系中, 核心价值观发挥的是说理功能, 即为何谓 “同案” 、 何谓 “ 同判” 提

供评价基准, 而非作为漏洞填补依据发挥作用。
　 　 习惯与核心价值观同样具有双重关系: 适用顺序关系和适用限制关系。 民法典第 10 条规

定: “处理民事纠纷, 应当依照法律; 法律没有规定的, 可以适用习惯, 但是不得违背公序良

俗。” 单从文义上看, 似乎本条中的 “法律” 既应包括法律规则, 也应包括法律原则。 依此推

论, 合乎逻辑的适用顺序是, 法律规则优先于法律原则, 法律原则优先于习惯。 但是, 由于法

律原则的适用并不受其所在法条之文义的限制, 故其适用范围十分宽泛。 如果径直认为原则的

适用优先于习惯的适用, 难免有架空习惯之虞, 将导致民法典通过习惯来拘束法官裁量权之意

旨落空。 基于上述考虑, 应当认为, 民法典第 10 条中的 “ 法律” 一般仅指 “ 法律规则” 。 相

应地, 可以确立法律规则优先于习惯, 习惯优先于法律原则 ( 依基本原则确立的规则) 这样

的适用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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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 核心价值观也限制着习惯的适用。 民法典第 10 条虽然授权法官

在出现法律漏洞时可以适用习惯, 却附加了 “ 不得违背公序良俗” 的要求。 公序良俗本身包

括公共秩序与善良风俗两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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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秩序” 和 “ 风俗” 都是确定的事实状态, “ 公共” 和

“善良” 则为附加的价值评判。 在判断何谓 “ 公共” 或何谓 “ 善良” 时, 核心价值观扮演着

重要角色, 它从国家、 社会和个人三个层面确立了价值评判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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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 习惯的适用虽

然通常优先于核心价值观的适用, 但习惯本身又不得违背核心价值观。 当然, 在此种情形中,
核心价值观同样是作为说理依据出场的, 而非直接扮演漏洞填补依据的角色。
　 　 3. 法律修正

　 　 这里所谓的 “法律修正” 并非立法活动意义上的法律修订、 删改, 而是方法论意义上对

法律规则适用范围的个案限缩。 对法律规则适用范围的限缩方法主要有两类: 一类是目的性限

缩, 即当法律规则明确的文义过宽而导致规则的适用范围过大时, 根据立法目的或其意义脉络

来限缩适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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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类是基于一般法律原则的法律修正, 即依据基础法律原则对具体法

律条款或者说法律规则的适用范围进行限制 (创制规则的例外) 。 运用核心价值观进行的法律

修正属于后一类型。 虽然这种情形在实践中较为罕见, 《关于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

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 对此也无相关规定, 但其具有的方法论意义并不弱于漏洞填补。
　 　 运用核心价值观进行法律修正, 亦是出于法秩序的体系性要求。 核心价值观是中国法律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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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于飞: 《 公序良俗原则研究》 ,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 第 2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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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必须贯彻的整体价值要求, 当无法对法律规则作合乎核心价值观的解释时, 就可以考虑用核

心价值观来对法律规则的适用范围作逾越文义的限缩。 当然, 在适用顺序上, 基于一般法律原

则的法律修正, 不仅应当运用在法律解释之后, 也应运用在目的性限缩之后。 这是因为: 其

一, 基于一般法律原则的法律修正与目的性限缩的证立基础不同。 二者虽然都属于 “ 逾越规

则文义” 的适用, 但目的性限缩的证立基础是法律规则本身的立法目的, 此种意义上的法律

修正, 可以说是法律规则的自我修正或内在限制, 相当于用 “ 立法者的意图” 去修正 “ 立法

者的语词” 。 与此不同, 基于一般法律原则的法律修正超越了法律规则的立法目的, 是从法秩

序整体要求和外在价值的角度对法律规则施加的限制。 其二, 基于一般法律原则的法律修正与

目的性限缩的论证负担不同。 目的性限缩通常只需找出法律规则的立法目的 ( 实质理由) , 并

指明规则的文义范围宽于立法目的指向的范围即可。 基于一般法律原则的法律修正, 不仅要找

到法律体系中可适用的一般法律原则并将其具体化, 还要证明在个案中这一原则的重要性超过

了支持适用特定法律规则的实质理由与形式理由的重要性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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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 只有在无法运用目

的性限缩来限制相关规则的适用, 或者立法目的本身亦可能有违核心价值观时, 才能考虑在个

案中运用核心价值观来限制法律规则的适用。 由此, 运用核心价值观进行法律修正的过程, 具

体包括以下步骤: ( 1) 发现严格适用规则会产生严重不妥当的后果; ( 2) 查明规则的立法目

的, 并证明本案无法在立法目的范围内妥当处理; ( 3) 引入核心价值观原则, 将核心价值观

原则与规则背后的实质理由和形式理由相权衡; ( 4) 修正规则, 形成例外 (但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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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作为价值冲突的解决基础

　 　 如果说核心价值观作为裁判理由和裁判依据, 属于一阶运用方式, 那么, 核心价值观作为

价值冲突的解决基础, 就属于二阶运用方式。 在二阶运用中, 核心价值观并非直接或间接地作

为裁判结论的规范基础起作用, 而是作为对相冲突之价值取向进行选择时的考量因素, 发挥对

案件判决的 “远程影响” 。 《关于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

意见》 第 7 条规定, 案件涉及多种价值取向的, 法官应当依据立法精神、 法律原则、 法律规

定以及核心价值观进行判断、 权衡和选择, 确定适用于个案的价值取向。 有论者认为, 此条实

质上是将核心价值观作为兜底性质的元标准或者元价值, 要求法官按此标准对案件涉及的多元

价值进行权衡并形成最终裁判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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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价值判断在司法裁判活动中不可避免, 这也就隐含了发生价值冲突的可能性。 司法裁判中

的价值冲突包括两种情形: ( 1) 针对同一法律规则的解释冲突, 即多种价值取向要求对法律

规则采取不同的解释方法, 进而导出相对立之解释结论。 法律解释与立法的不同在于: 在立法

过程中, 所有的政治性、 道德性因素都应该被仔细考量, 而在法律解释中, 只有在特定法的正

当性背景中具有优先性的因素才能被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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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价值观就是这种具有优先性的因素。 因

此, 在法律解释发生冲突时, 核心价值观应作为多种价值取向的择取标准, 决定应选择哪种价

值取向及相应的解释方法。 ( 2) 因价值取向不同导致的法律规范冲突。 规范冲突可分为两种,
一种是可以依据预设的第三方准则, 如 “上位法优于下位法” “ 新法优于旧法” “ 特别法优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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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法” 来解决的规范冲突, 另一种是无法依据第三方准则来解决的规范冲突。 在后一种情

况下, 核心价值观作为法律原则, 将起到冲突解决之基础的作用。 只不过, 此时它并非像在解

释冲突的情形中那样, 是位于冲突双方之上的元标准或元依据, 而是以自身的分量加入到理由

权衡的过程中去, 增加其所支持的那一方法律规范的实质理由的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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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理论上, 核心价

值观的加入, 未必一定会使其支持的那一方法律规范在个案中获得优先适用, 但的确会在很大

程度上加大该方被优先适用的可能性。

四、 核心价值观融入司法裁判的具体化论证

　 　 无论在 “说理” 层面, 还是在广义的 “ 释法” 层面,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司法裁判

的核心难题, 都在于如何实现核心价值观的具体化。 “ 具体化” 指的不是抽象地阐明各项核心

价值观的内涵, 而是结合个案事实将核心价值观落实为行为要求, 在个案中将作为目标规范的

核心价值观转化为作为行为规范的法律规则。 具体化论证并非纯粹的语义层面的活动, 它本身

就包含了一些创造性元素, 其间所要完成的一系列中间步骤, 主要依赖于判例的发展。 就此而

言, 法律学说担纲着重要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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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 核心价值观的具体化, 主要依靠案例类型的总

结, 以及法律学说上的类型化归纳。 而在一般法理论的层面所能够做的, 是提出核心价值观具

体化的一般论证形式与论证规则。
　 　 (一) 具体化论证的形式

　 　 作为目标规范, 原则并不直接对行动提出具体要求, 而只是提出了有待达成的目标或要满

足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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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言之, 原则本身只是表明了某个值得追求的目标或任务, 而没有规定应该如

何实现这个目标或任务。 例如, 作为原则的 “ 爱国” 价值, 只是指出了 “ 热爱祖国” 的目标

和 “保护爱国精神” 的任务, 而没有告诉我们究竟应该如何行为才能达成这一目标和任务。
事实上, 实现同一个目标或任务的手段, 可以是千差万别的, 且通常与具体的事实情境密切相

关。 例如, 在典型案例 “董存瑞、 黄继光英雄烈士名誉权纠纷公益诉讼案” ( 批次三案例 1)
中, “保护爱国精神” 就通过 “ 禁止通过网络平台销售亵渎英雄烈士形象贴画的行为” 来实

现。 而在典型案例 “淮安谢勇烈士名誉权纠纷公益诉讼案” (批次三案例 2) 中, “爱国” 是通

过 “禁止利用微信群发表带有对英雄烈士侮辱性质的不实言论” 来实现的。 上述两个具体的

“禁令” (行为规范) , 是在不同的事实情境下实现同一个原则的不同手段。 所以, 原则若要对具

体案件发生影响, 就必须告诉人们在当下情境中应当 “做什么” , 必须与特定的手段联系起来。
　 　 在原则的具体化过程中, 手段与目的之间的关系, 必须符合适当性原则, 即手段与目的之

间应当具有实质关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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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实质关联性的大小, 适当性原则可以细分为两种类型: 一个

是弱适当性原则, 它仅要求手段能够有助于目的的实现, 至于手段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实现目

的、 是否存在其他能以相同或更高程度实现该目的的手段, 都在所不问。 另一个是强适当性原

则, 它要求手段构成目的的必要条件。 也就是说, 为了实现这个目的, 采取某种手段是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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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若离开了此种手段, 目的就无法实现。 在理想情况下, 司法裁判应当尽量满足强适当性原

则的要求。 只有基于必要手段 ( 行为规范) 作出的裁判结论, 才是唯一正确的裁判结论。 但

是, 在实践中, 由于主客观等各种复杂原因, 核心价值观的具体化论证无法满足如此严格的要

求, 而只能尽可能地向强适当性原则不断趋近。 由此, 核心价值观具体化论证的一般形式, 在

结构上可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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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核心价值观 Z 应当被实现。 ( OZ)
( 2) 采取某个行为 R, 将有助于实现 Z (或若不采取 R, 就无法实现 Z) 。 ( R→Z 或

 

¬ R→
 

¬ Z)
( 3) 应当采取 R。 ( OR)

　 　 以上就是所谓的 “实践三段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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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通常情形中, 有待证立的行为规范 ( OR) 并不能

从原则 ( OZ) 直接推导出来, 两者之间往往存在 “ 落差” 。 此时, 需要借助新添入的法律命

题使原则进一步具体化, 即结合个案事实特征, 将抽象的核心价值观和特定的行为规范衔接起

来。 例如, 前述 “董存瑞、 黄继光英雄烈士名誉权纠纷公益诉讼案” 涉及的核心价值观是

“爱国” ( OZ) , 要证立的行为规范是 “禁止通过网络平台销售亵渎英雄烈士形象贴画的行为”
( OR) , 这两个前提之间明显存在落差。 为此, 需要将核心价值观进一步具体化。 第一步需要将

“革命英烈的名誉” 与 “爱国精神” 联系起来, 论证保护前者有助于保护后者 ( M1 →Z) ; 第二

步是将 “侮辱、 诽谤英雄烈士的名誉” 与 “ 革命英烈的名誉” 联系起来, 论证禁止前面的行

为就是保护后者 ( M2 →M1 ) ; 第三步, 将 “歪曲、 丑化、 亵渎、 否定英雄烈士的事迹和精神”
与 “侮辱、 诽谤英雄烈士的名誉” 联系起来, 论证禁止前者就是禁止后者 ( M3 →M2 ) ; 第四

步, 将 “通过网络平台销售亵渎英雄烈士形象贴画的行为” 与 “ 歪曲、 丑化、 亵渎、 否定英

雄烈士的事迹和精神” 联系起来, 论证禁止前者就是禁止后者 ( M4 →M3 ) 。 当然, 还可以进

一步展开更多、 更为详尽的论证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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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说理的复杂程度因案而异, 核心价值观的具体

化可被刻画为一个中间步骤数量不定的 “实践多段论” 。
　 　 (二) 具体化论证的规则

　 　 在明确核心价值观具体化之论证形式的基础上, 还需要进一步构造出具体化论证的规则,
即围绕核心价值观的个案适用展开相关论辩时所需遵循的程序性规则。 具体而言, 核心价值观

的具体化论证, 除了要符合普遍实践论辩的诸规则外,
 

〔66〕
 

至少还要遵循以下三个特殊规则。
　 　 1. 饱和性规则

　 　 核心价值观的具体化论证必须达到饱和状态。 所谓 “ 饱和” , 是就实践多段论中每一步骤

的前件与后件之间所具有的实质关联程度而言的。 “实质关联性” 并不要求前件 ( 如手段) 构

成后件 (如目的) 的必要条件, 而只需前件有助于后件的实现即可。 但是, 基于饱和性规则,
论证者在每一个论证步骤上都应尽可能地向着满足必要条件关系去努力。 这即是说, 前件与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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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借鉴了阿列克西的目的论论证形式。 参见 [ 德] 罗伯特·阿列克西: 《 法律论证理论》 , 舒国滢译, 中国法

制出版社 2002 年版, 第 294 页以下。
严格说来, 实践三段论并不是一种逻辑上有效的推论。 这一推论以两个完全不同的前提之有效性为条件。 “ OZ”
是一个规范命题, 而 “ R→Z ( 或

 

¬ R→
 

¬ Z) ” 是一个经验命题 ( 其中的 “ Z” 不同于 “ OZ” ) , 这两个命题

之间没有逻辑关联。 只不过, 一般认为实践三段论是具有实践合理性的。
第一步论证 ( “ 保护革命英烈的名誉就是保护爱国精神” ) 其实只是一系列论证步骤的结论。 事实上, 该典型案

例中的相关表述还包括 “ 英雄烈士是国家的精神坐标, 是民族的不朽脊梁” , “ 英雄烈士的事迹和精神是中华民

族共同的历史记忆和宝贵的精神财富” 等。 这中间其实容纳着更多的论证步骤。
具体参见前引 〔 63〕 , 阿列克西书, 第 366 页以下。



件的关系越是接近必要条件关系, 该论证步骤就越饱和。 单个论证步骤越饱和, 具体化论证在

整体上也就越饱和。 只有当所有的中间性步骤都能够达到饱和状态, 且为达到饱和状态而附加

的语句在法律论辩中都能得到证立时, 具体化论证才是符合理性的。
　 　 2. 连贯性规则

　 　 核心价值观具体化论证的各个步骤必须是连贯的。 所谓 “ 连贯” , 包括两方面的要求: 一

是无逻辑缝隙, 也就是在具体化论证的各个步骤之间不能存在逻辑跳跃。 例如, 若前一步是

M2 →M1 , 后一步是 M4 →M3 , 那么在 M3 和 M2 之间就存在逻辑缝隙, 因而是不连贯的。 实践

中并不罕见的一个推论错误是, 尽管看起来从 M3 →M2 和 M2 →M1 到 M3 →M1 的推论在形式上

并无问题, 但其中的 M2 可能是多义的, 因而事实上存在四个概念, 这就导致法律推论犯下了

“四词谬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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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 如果从 “ 保护英雄烈士的名誉就是保护爱国精神” 和 “ 禁止侮辱、
诽谤牺牲之消防战士的名誉就是保护英雄烈士的名誉” 推出 “ 禁止侮辱、 诽谤牺牲之消防战

士的名誉就是保护爱国精神” , 就犯了这种谬误。 因为 “英雄烈士” 是个多义词, 第一句话里

的 “英雄烈士” 指的是董存瑞、 黄继光这样的革命英烈, 而第二句话里的 “牺牲之消防战士”
属于当代英烈。 二是无矛盾, 也就是具体化论证的各个步骤之间不能存在逻辑上的矛盾。 存在

逻辑矛盾的前提, 是错误的前提。 从错误前提出发的论证没有任何意义, 因为从错误的前提中

可以推出任何结论。
 

〔68〕
 

连贯性规则是合逻辑要求在核心价值观具体化论证中的反映。 正如论

者所言, 法律判断有可能是 “ 灵光一闪” 的产物, 但只要主张这些结论正确地来自于特定前

提, 它们就必须满足逻辑论证的标准。
 

〔69〕

　 　 3. 切合性规则

　 　 在核心价值观具体化论证的过程中, 需要尽可能多地展开逻辑推导步骤, 以使某些陈述达

到无人再争论的程度。 假如推导展开步骤非常少且跨度非常大, 这些步骤的规范性内涵就不会

清晰地显现出来。 它们将很容易受到攻击, 且这些攻击经常又是非特定化的。 展开步骤过多,
可能会使整体推导过程显得繁琐, 但却能产生清晰的结果。

 

〔70〕
 

从形式正义的角度看, 逻辑推

导步骤展开得越多, 具体化论证就可能越充分, 说服力就可能越大。
　 　 需要强调的是, 法律论证涉及的是证成的过程, 而非发现的过程。

 

〔71〕
 

构造具体化论证的

形式和规则, 并不是要复制出裁判者实际上的思维过程, 而只是要求裁判者对核心价值观的具

体化论证应与上述形式和规则相符。 这些形式和规则, 无法确保对核心价值观的实质理解以及

基此作出的裁判结论一定是正确的, 但它们至少清晰地显示出: 为得出所要的结论, 围绕核心

价值观的运用所进行的法律论证活动, 必须明确表达出哪些隐而不彰的前提性步骤。 如此, 也

就提高了识别和批判错误论证的可能性。

结 语

　 　 司法裁判始终是一个价值导向的过程, 甚至可以说, 这一过程 “几乎完全是在与价值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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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 德] 阿图尔·考夫曼: 《 法律获取的程序》 , 雷磊译,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 第 91 页以下。
即逻辑学上所谓的 “ 爆炸原理” ( 参见上引考夫曼书, 第 91 页) 。
See

 

Ilmar
 

Tammelo,
 

Law,
 

Logic
 

and
 

Human
 

Communication,
 

50
 

ARSP
 

338
 

( 1964) .
参见前引 〔 63〕 , 阿列克西书, 第 282 页。
证成过程与发现过程的划分, 参见 Richard

 

Wasserstrom,
 

The
 

Judicial
 

Decis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1,
 

p. 27。



打交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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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 不同于立法过程中的抽象价值判断, 司法裁判及以其为场景的法学, 更

多 “致力于在细节上逐步落实 ‘ 更多的正义’ ” 。
 

〔73〕
 

就此而言,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入宪

入法后面临的最大问题, 就是如何通过在个案中的运用, 将抽象的主流价值判断融入司法裁

判, 通过逐案裁判来实现具体的正义。 要解答这一问题, 离不开法学方法论的助力。 作为法的

效力渊源和一般法律原则, 核心价值观融入司法裁判的途径包括三种: 作为裁判理由发挥说理

功能、 作为裁判依据发挥广义释法功能、 特定情况下作为价值冲突的解决基础。 这些途径各有

各的方法和要求。 核心价值观融入司法裁判的前提在于, 结合个案事实对核心价值观进行具体

化论证, 而具体化论证又需符合特定的论证形式与规则。 唯有得到方法论的保障, 围绕核心价

值观条款展开的法学作业才能具备科学性。 而所谓的科学, 指的是 “任何可以用理性加以检验的

过程, 这种过程借助于特定的、 为其对象而发展出的思考方法, 以求获得系统的知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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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n
 

analysis
 

of
 

the
 

typical
 

cases
 

issued
 

by
 

the
 

Supreme
 

People’s
 

Court
 

shows
 

that
 

the
 

current
 

judicial
 

application
 

of
 

core
 

socialist
 

values
 

has
 

the
 

problems
 

of
 

insufficient
 

visibility,
 

weak
 

interpretation
 

function,
 

a
 

strong
 

color
 

of
 

value
 

declaration,
 

and
 

inadequate
 

argumentative
 

integration
 

into
 

individual
 

cases.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make
 

methodological
 

reflections
 

on
 

the
 

systematic
 

integration
 

of
 

core
 

socialist
 

values
 

into
 

judicial
 

decisions.
 

After
 

being
 

incorporated
 

into
 

statutes
 

and
 

Chinese
 

Constitution,
 

core
 

socialist
 

values
 

have
 

transformed
 

from
 

a
 

pure
 

moral
 

category
 

or
 

judicial
 

policy
 

into
 

the
 

source
 

of
 

va-
lidity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law
 

and
 

become
 

a
 

legal
 

principle
 

in
 

both
 

the
 

legal
 

system
 

and
 

normative
 

theory.
 

There
 

are
 

three
 

ways
 

for
 

core
 

socialist
 

values
 

to
 

be
 

integrated
 

into
 

judicial
 

decisions,
 

i. e.,
 

per-
forming

 

the
 

function
 

of
 

persuasion
 

as
 

reasons
 

for
 

adjudication,
 

performing
 

the
 

function
 

of
 

law
 

explication
 

in
 

a
 

broad
 

sense
 

as
 

grounds
 

for
 

adjudication,
 

and
 

serving
 

as
 

a
 

basis
 

for
 

resolving
 

value
 

conflicts
 

on
 

par-
ticular

 

occasions.
 

The
 

function
 

of
 

law
 

explication
 

in
 

a
 

broad
 

sense
 

can
 

be
 

performed
 

in
 

three
 

ways,
 

i. e.,
 

legal
 

interpretation,
 

gap-filling
 

and
 

law
 

reduction.
 

The
 

prerequisite
 

for
 

the
 

integration
 

of
 

core
 

so-
cialist

 

values
 

into
 

judicial
 

decisions
 

is
 

to
 

concretize
 

the
 

core
 

values
 

based
 

on
 

the
 

facts
 

of
 

the
 

case
 

in
 

argu-
mentation.

 

The
 

argumentative
 

concretization
 

process
 

should
 

conform
 

to
 

the
 

form
 

of
 

“multi-step
 

practical
 

syllogism”
 

and
 

at
 

least
 

comply
 

with
 

rules
 

of
 

saturation,
 

consistency
 

and
 

suitability.
Key

 

Words:
 

core
 

socialist
 

values,
 

legal
 

principle,
 

reasons
 

for
 

adjudication,
 

grounds
 

for
 

adjudication,
 

argumentative
 

concret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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